


吐鲁番学的新起点
———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评介

暋曬 郁暋麒

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两册煌煌巨著日前已由中华书局出

版,与以往的文献整理与出版比较,它体现了新史料出现的重要动

向,也代表了文献整理与出版的崭新高度。

一、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历程

“古来新学问,大都由于新发现暠(王国维语)。新出吐鲁番文

献是上个世纪轰动世界的西北出土文物热潮在新世纪中的重要延

续,也是开启文明史研究的重要渠道。
中国西北内陆地区的一个个绿洲,连缀成古代中国与西方交

往的丝绸之路。干旱的气候成为得天独厚的条件,成全了大量尘

埋在历史的废墟和墓葬中的古代文献。20世纪初期被誉称为“出
土文献四大发现暠中的汉晋木简和敦煌文书都出自西北地区,由此

而出现的简牍学与敦煌学热潮,体现了文书新发现给予古代文明

研究带来的新气象。
大量的写本文书展示了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历史,而其中的代

表是敦煌和吐鲁番。1900年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中一个封存千

年的佛教寺庙完整的图书收藏而使敦煌文书名声大噪。这批文书

规模大而品种全,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,它们以佛教经典为主,其
中偶然保存下来的其他社会文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尤其重大。
这些文书因为近代东西方“探险家暠的劫掠而分藏世界各地,其发

现的特殊性使得敦煌在此后暂时难以有新的大规模发现。20世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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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开始的海外敦煌文献在中国多家出版社的陆续公布,是这一

写本文书集大成的全貌显现的开始。
吐鲁番的文书大多是从寺院遗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发掘出来

的,早期的吐鲁番文书发掘也出现过类似敦煌的被外国列强掠夺

的情况。敦煌与吐鲁番文书的相似性往往掩盖了各自的独特性,
就吐鲁番而言,大量的墓葬文书出自利用废弃的世俗文书作为丧

葬用具这一吐鲁番盆地的独特风俗,必将使文书随着新的考古发

掘而不断浮现;同时,吐鲁番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东西文化

中左右逢源,保留的文书也体现出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

等等特点。从1959年到1975年的13次吐鲁番墓葬发掘,其2000
多件文书的整理工作由唐长孺先生主编,中国文物研究所、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博物馆、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家合作,最终的成果是由文

物出版社出版的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图录本四卷,成为吐鲁番文书

整理在20世纪的里程碑。
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以2004年以来新出土的文书特别引

人注目,文书的时间也从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(384)
的户籍到元至元十五年(1278)之后的金箔包装纸,几乎跨越了丝

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。它使我们在新的世纪里看到了开启新学问

的新材料。

二、从吐鲁番世俗文书发现历史

从时间上来说,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的大量文献主要偏重

在十六国到唐西州时期。这批文献是自 1997 年以来,特别是

2004~2006年度,吐鲁番地区新出土的文献。此外,还有部分征集

文书。这些文献包括300多件写本文书和一些墓志砖。大量的文

献除了出现在以往的发掘点哈喇和卓和阿斯塔那两个古墓群以

外,一些新的考古地点也开始出现古代写本文书,如木纳尔、巴达

木、洋海、交河等。出土地点的扩大预示着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现了

新的增长点。2005年以来,由吐鲁番文物局牵头,与北京大学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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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史研究中心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,成立了“新获吐鲁番

文献整理小组暠,对这批吐鲁番文献进行了整理。
这批文献主要以世俗社会的公私文书为主,丰富的文书内容

中存在着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大量资料,增加了我们对于许多历史

重大事件与制度、文化的了解。如:台藏塔新出的三组唐代历日,
对研究唐代的颁历制度与历日的社会意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;新
发现的《易杂占》则对于我们了解阚氏高昌时代的易学、占卜和社

会风貌有极为重要的价值;《唐调露二年(680)七月东都尚书省吏

部符为申州县阙员事》则为研究唐前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程

序和铨选、为唐高宗时期东都尚书省的职责和行政运用提供了实

物资料。又如“府兵番上暠的概念,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单纯的京师

宿卫,而《唐永徽五年(654)九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》等
文书的出现,却使我们重新定义“番上暠这个概念在府兵制度中还

包含了地方值勤的意义。
出土的文书最早有《前秦建元二十年(384)三月高昌郡高宁县

都乡安邑里籍》,它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户籍,为我们认识

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户籍实际面貌提供了极其直观的实物数据,
也将成为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籍帐制度的发展演变所不可或缺的材

料。新出的北凉时期的计赀出丝、计口出丝帐对于此前研究非常

薄弱的北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例证。《唐龙朔二年

(662)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》则是首次发现的僧籍,为我们理解

唐代的相关制度,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信息。《神龙二年(706)七月

史某牒为长安三年军粮破除、见在事》等,则为唐代地方的勾征制

度提供了实际的例证。凡此种种,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提高了

我们以往的认识。
新出的吐鲁番文书也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

力,如阚氏高昌送使文书体现了5世纪下半叶高昌在柔然汗国控

制西域期间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;《唐龙朔三年

(663)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》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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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未载的史实,也澄清了哥逻禄部与燕然都护府的关系及地理位

置上的一些问题,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西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形势的

理解。同批整理的还有一件粟特文文书残片,是钤有汉文官印的

正式官文书,再次证明了粟特民族在东西交往之间承担的重要作

用。又如在交河沟西、巴达木两处墓地都发现了属于胡人的墓葬,
使我们对于高昌粟特及其他中亚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状况,有了更

深入的了解。而《唐天宝十载(751)交河郡客使文卷》的发现则使

我们对唐朝和阿拉伯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怛逻斯之战有了更

多的了解。
在新出土的文献中,大量的典籍也为我们理解吐鲁番的文化

传承提供了依据。如出自洋海四号墓的白文《论语》和《毛诗》,出
自洋海一号墓地的《论语古注》和《孝经义》,无论在写本时间和内

容上,都刷新了我们对于典籍流传的认识;甚至,在一片官文书的

背后的《古诗习字》,也使我们从吐鲁番的文书里第一次发现了散

佚千年的唐前五言古诗。

三、吐鲁番文献整理与出版的新起点

在新的文献提供给我们从吐鲁番认识历史与文明的同时,《新
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新世纪里文献整理与

出版的新起点。
过去的吐鲁番文书分散在世界各地。即使在1959~1975年

间出土的大量文书,也因为吐鲁番本地的保护能力不足,而归藏新

疆博物馆,并由国家文物局负责文书的整理与研究。而自1978年

吐鲁番地区文物管理所成立以来,即开始了吐鲁番地方承担起吐

鲁番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。此后随着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的建立

和地区文物局的成立,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吐鲁番学研究院的创立,
出现了由吐鲁番地方领头、联合世界各地吐鲁番学研究者振兴吐

鲁番学研究的新趋向。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正是这一研究趋势

的重要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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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鲁番学研究院在培养自己的研究人员的同时,在刚刚开始

主持的文书整理工作中,即高瞻远瞩,接轨世界学术的潮流而多方

寻求合作。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暠就是这样一种开放的

组合方式,从而保证了文书整理工作的上乘质量。整理小组在前

人的整理模式中吸取经验,一边研究,一边整理;特别在世俗文书

的整理上,克服了写本文书大量的简化字、不规范字和草书体等所

造成的巨大障碍,成功地完成了残缺文书的缀合、定名、录文等工

作。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的出版,也首次在写本文书中采用了

全面的彩版印刷,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接近于文献原貌的清晰

图版。
无论从内容到形式,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必将成为吐鲁番

文献新的起点,而为历史与文明的学术新潮流开辟新的空间。

(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,荣新江、李肖、孟宪实主编,

中华书局2008年4月,1800元)

(上接第17页)

暋暋虽然这也只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推测,不过是姑妄言之而已,但
尽量保留志石原文,毕竟还是可以为研究相关问题,提供更为原始

也更为可靠的依据;这样做并不妨碍研究者对原文的准确性做出

合理的判断,而且还可以为学者们提供更多解析的途径。刍荛之

见,本不足供大雅采信,不过是希望通过相互切磋,能够更好地确

立整理这类石刻文献的基本原则。

(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,王其祎、周晓薇著,

线装书局2007年10月,540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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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

暋曬 辛德勇

欧阳修撰著《集古录跋尾》,没有收录一方北朝墓志,这说明在

北宋中期碑刻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,北朝墓志还很不受金石学者

重视。到北宋末期,赵明诚撰述《金石录》,始著录《后魏张夫人墓

志》、《后魏瀛州刺史孙惠蔚墓志》等北朝墓志,其中也包括有《隋齐

国太夫人杨氏墓志》等十多方杨隋墓志,并在《金石录跋尾》中对数

方石志做有考释,堪称包括隋朝在内的北朝墓志研究之嚆矢。
及至清朝嘉庆年间,王昶编纂《金石粹编》,广泛集录元代以前

各种石刻文字,并汇聚诸家题跋考释,其中收有十四卷北朝碑志铭

文,而仅隋代就有三卷之多;其中虽然包含有各类石刻碑铭,但墓

志数量已经相当可观,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。紧随其后,有陆耀遹

撰《金石续编》、陆增祥撰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,皆增订王氏《金石粹

编》的遗略,于隋代等北朝墓志,亦续有补充。因其收罗详备,查考

便捷,晚近学人研究北朝史事,乃多有取资,几近首选读物。

20世纪50年代,赵万里出版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一书,开
始了整理研究北朝墓志一个新的阶段,亦即使之更趋于系统化、专
门化。除了伴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,其考释史事较诸以往更为深

邃之外,随着印刷技术手段的现代化,赵氏此书在形式上还有一项

重大改进,这就是利用摄影制版技术,影印志石拓片,为读者展现

了更为全面、准确的墓志形态。以后,随着新出土墓志的大幅度增

多,赵超又在1992年出版了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一书,增补很

多1949年至1986年间陆续出土的志文。基于中国历史学界时下

比较通行的时代划分观念,赵超将隋朝从南北朝时期当中剔除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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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,所以,在这部书中没有收录一方隋朝墓志;同时,除了个别文字

注释之外,赵超此书基本上只是移录志文,没有考释墓志记述的史

事,就其著述意义而言,内容远不及赵万里的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

释》丰富。后来罗新、叶炜又在2006年出版《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

疏证》一书,收录20世纪50年代至2003年底以前发表的隋代墓

志,还有1986年以后至2003年间初次公开发表的隋代以前墓志

(并补充个别1986年以前发表但为赵超漏收的隋以前墓志)。罗、
叶此书虽然没有影印志石拓片,但却与赵万里书一样,附列疏证,
对墓志所涉史事做有考证和说明。美国学者陆扬撰写评论文章,
称誉此书是南北朝墓志研究的里程碑式著述。

虽然从赵万里开始的汉魏南北朝墓志研究,就上及东汉三国,
但从前述各项书籍所著录的情况可以看出,汉魏直至东晋十六国

时期,只是中国墓志的发轫滥觞阶段,不仅数量相对较少,而且还

没有固定名称;大量普遍使用墓志,是在南北朝时期,就连“墓志暠
这一名称也是出现并定型于这一时期,而在南、北两方诸朝廷之

间,南朝墓志的数量又大大逊于北朝,所以,对迄至李唐以前地下

志墓铭文的研究,是以北朝时期的墓志内容最为丰富。
中国古代自唐朝以来的历史分期作法,是将隋朝与元魏、北

齐、北周等国一同划作北朝,与南方宋、齐、梁、陈诸国的通称“南
朝暠相对应。赵万里的著述将书名题作“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暠而
于书中一并收录有隋朝墓志,应当就是在承续着这一传统。再说

按照通行的惯例,墓志的朝代归属,基本上是取决于墓主的卒年或

是下葬时间,卒葬于隋朝者即被列为隋代墓志,而由于隋祚短促,
杨坚父子有国总共不过三十八年时间,有很多隋墓志的主人是由

北魏、西魏、东魏、北齐或北周诸国入隋(也另有一小部分人是由南

方的梁、陈两朝入隋),这些人的墓志会涉及到许多隋以前北朝各

国的历史问题,将隋墓志划归于北朝,可以为研究南北朝时期北方

诸国的历史问题提供更多便利。另外,过去北朝墓志收藏和研究

的兴盛,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书法上慕从研习北碑的需求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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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隋代墓志的书法,与魏、齐、周诸朝一脉相承,风格属于同一系

统,故清人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论书法推重北朝碑刻,而径谓之曰言

魏碑即足以兼赅齐周杨隋。所以,除了历史发展上的内在关联之

外,这种书法风格上的同一性,也是过去将隋代墓志划入北朝进行

研究的一项重要原因。较赵超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的印行时间

稍早,王壮弘、马成名二人在1985年出版《六朝墓志检要》一书,乃
一如赵万里旧式,收录有隋朝墓志;后来罗新、叶炜撰著的《新出魏

晋南北朝墓志疏证》,在收志范围这一点上,同样也是回归于中国

固有的历史传统。
就大的历史阶段划分而言,综合各项因素,将隋代墓志并入北

朝进行整理和研究,自属最为合理。不过,随着出土墓志数量的持

续增加和研究的日益深化,当前也很需要将隋代墓志单独汇编整

理成书,以便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些墓志,研究隋代的历史问题。
隋朝虽然上承齐、周、梁、陈,与南北朝其他各国存在诸多同一

之处,但同时也下启唐朝各项制度建设,有很多自身独有的特点。
赵超编撰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时不收隋代墓志,应当就是基于

隋朝与南北朝其他王朝的这种差别。近来国人研治中国古代历

史,群相踵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分期学说,盛谈唐宋之际的社

会变革。内藤氏这种分期学说,固然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社会阶段

性变化的认识,但它的基本出发点,主要是照应西洋的历史分期范

式,而按照中国学者传统的看法,唐承隋制,犹如汉承秦制,都是中

国历史面貌的重大转折性变革。譬如选官用人的科举制度、地方

官员的权力性质与任用方式,都是在隋唐之际建立了全新的机制,
或是做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性意义的调整,这些继往开来的变化,至
少都并不亚于唐宋之际的制度性迁改;即使是在内藤虎次郎着重

强调的文化因素方面,像隋唐之际出现的王通著《文中子》和唐代

初年孙思邈的《素书》这样一些著述(关于《素书》的作者,请别详拙

稿《跋绍良先生所藏元王氏暣直说素书暤》,附载于周绍良著《绍良书

话》书中),也体现出与南北朝时期判然有别的思想趋向,值得着力

01



研究。至于像隋代的正书笔法在唐人楷书字体形成中显而易见的

先导作用,更是早已受到书法研究者的高度重视,而楷书字体的形

成与广泛流行,在促进文化流通方面的功效,实际上与当年秦始皇

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以及汉隶的通行,亦可谓差相仿佛,本来是中

国文化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事件,并非只是单纯的书法技艺演替

问题。
隋唐之际历史问题的研究如此重要,而有关隋史和隋唐转换

时期历史的资料却远不如唐宋之间丰富,这就愈加增强了单独纂

录隋代墓志资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2007年10月由线装书局出

版的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一书,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适时出版

的隋代墓志铭文总汇性巨著,足以令中国古代史学界尤其是魏晋

南北朝隋唐史学者为之欣喜兴奋。
按照本书作者王其祎、周晓薇所做的说明,其编纂旨趣所在,

乃是“悉数统合并系统化编理迄今所能见知之隋代墓志铭的原始

文字与拓本资料以及相关信息,更附以前人考跋之主要和编者校

勘之杂识,以期为隋代历史研究的进步援以推力暠。本着这样的宗

旨,为尽可能完整、清晰、便利地向学术界提供墓志的史料信息,作
者具体做了如下五项整理研究工作:(1)叙述墓志铭的构成要素。
(2)正字录文与标点断句。(3)集录前人主要研究并做出标点。
(4)附以编著者所做考校。(5)按照同一规格摄制图版。上述各项

要素的全面性,超越以往所有北朝墓志的汇编考校研究,逐石搜

集,逐字辨识,成之洵非易事,编著者需要付出长期艰辛努力,而仅

此综合性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工作,就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赞誉此

书是一部有关隋代墓志的空前杰作。
与每一方墓志要素的完整性相比,编著这样一部断代墓志资

料汇编,收录墓志的完备性,或许更具有基础性意义和学术史料价

值。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一书总共收录隋代墓志643种,原则上是

无论志石抑或拓本现今存世与否,凡是获以识见的墓志铭文均在

收录范围之内(只是不收录塔志铭,作者拟另行编著专书《隋代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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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铭汇考》),大大超越前此同类著述,当世知见者可以说已经网罗

无遗,堪称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隋朝墓志总集。这种前所未有的完

备性,为最大限度地利用隋代墓志研究历史问题,提供了可靠、便
捷的支撑,是本书值得称颂的另一显著优点。

丰富的出土墓志资料,可以弥补很多传世文献的缺漏。而今

多数历史学者竞相趋从甚至有人专门倚赖新发现史料来研究问

题,以为若无新史料可资利用,历史学研究即无法取得新的进展。
作为学术研究的总体倾向或者基本方法来说,我觉得这样做似乎

并不一定妥当,我甚至认为这种趋向很可能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

谬误。不过,作为众多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史料之一,确实应当充

分发掘利用墓志铭文的史料价值。王其祎和周晓薇在《隋代墓志

铭汇考》卷首的《导言》当中,分为“史料的价值暠和“书法的价值暠
两大方面,对隋代墓志的学术资料用途,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

阐释。
在所谓“史料的价值暠方面,仅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书中墓志所

记墓主生平行状,总数就比《隋书》有传或附传的人物,多出将近两

倍;而在那些有志文存世的众多墓主当中,仅11人于正史有传,而
且这些正史无传的墓主,其身份又是与正史所收权贵显要有所差

异的中下层庶族乃至身份更为卑微的平民百姓。正如作者在本书

《导言》中所说,墓志提供的这些墓主的传记资料,“使《汇考》在身

份上又庶几比附为《隋书》的增篇,从而超越星录零拾的‘以碑证

史暞,使隋史的研究领域倍加扩大暠。
在利用墓志补充、证释正史《隋书》的记述亦即清人钱大昕所

说“以遗刻还正史传暠方面,两位作者还特别谈到,“以之作与《隋
书》十志的比勘,则可以更多印证和充实诸如礼仪、音乐、律历、食
货、刑法、百官、地理、经籍等典章制度的沿革暠。这些话看似老生

常谈,实则很容易被治史者忽略。也许时下大多数学者更为关注

利用墓志资料来解决诸如社会史、家族史、民族史等所谓新兴学科

领域的问题,甚至提起更前卫的话题,而我却妄自揣想中国古代历

21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史学家固有的问题,应当更具有基础性意义,从而在现时也应更具

有研究价值。道理很简单,由于时代相近,社会状况相同或相近,
古代的学者一定要比我们更能理解什么是左右当时社会的核心问

题,而这些核心问题,前人的研究不仅远远没有终结,而且几乎在

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荒唐错乱的看法。只要研

究者能够潜心揣摩,有效利用这批汇集在一起的墓志资料,我想一

定会对一些传统的基础问题做出更为深入的探索,提出更为准确

的见解,这也应该是本书最能发挥其史料价值的地方。
隋代墓志涉及的历史文化问题,范围非常广泛,整理时断句、

标点都需要广博的历史知识,无法躲闪回避,不像写专题论文择取

史料那样常常可以从疑难处绕行过去。两位作者能够非常完满地

一一校录整理这600多篇志文,并做出诸多精湛的考证,充分体现

出二人学术修养之厚重深醇。他们在论述隋代墓志史料价值的时

候,学术视野开阔,目光所及,既有上述传统基础问题,也有社会成

分、民生状态、家族婚姻、丧葬礼俗、宗教思想、民族关系、文学艺术

等现代学者乐于关注的问题,同样显示出学识广博的特点。尤其

值得一提的是,两人还特别关注文字音韵等所谓“小学暠问题,指出

隋朝书写“字样的趋为规范,很大程度影响了唐代以《干禄字书》和
《九经字样》为代表的官方书写标准。又其铭文之用韵还可以比较

从南北朝语音融合(如刘宋李槩《音谱》、北齐阳休之《韵略》、隋陆

法言《切韵》)到唐音(如孙愐《唐韵》)广为普及之间中古汉语语音

声律的变化暠。这些都是现在的大多数历史研究者不大乐于予以

关心的问题,艰涩枯燥,与那些可以临时抱佛脚随便敷衍的文化知

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像《干禄字书》和《九经字样》更是在历史学

者之间久已罕少有人阅读的书籍。由此可见,两位作者能够顺利

撰就这部高质量的墓志研究著作,乃是本自他们多年的学术素养,
厚积薄发,因而也才能够超迈前贤,为隋代墓志研究奠定坚实

基础。
比较完整地汇集墓志资料,对采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问题,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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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助益。两位作者在论述隋代墓志的史料价值时首先举例指出的

就是这一点:“以之作社会基础与成分的量化统计分析,则当能为

前辈学者步步推进的‘关中本位政策暞所鸠合之关陇集团‘入隋后

开始解体暞的新理论提供更充分的依据。以之作军府资料的统合,
则可以规模出隋代鹰扬府的分布态势、军事格局与府兵性质。以

之作长安、洛阳的地名梳理考订,则可以补备隋代两京城坊和城郊

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之不足。以之作家族郡望世系及历官婚姻的透

视,则可以探讨士族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之关系。暠所说提纲

挈领,识其大要,颇具学术见地。
上面谈到的隋代长安、洛阳两京的地理问题,我在过去做过

一些研究,其中长安城准确地说在隋朝应当称之为“大兴城暠,“长
安暠是唐朝改用的名字。基于大兴城在隋唐长安城发展过程中的

基础地位,我曾写有一篇题作《隋大兴城坊考稿》的文稿,尝试尽

可能详细地复原隋大兴城的平面布局形态,但由于墓志资料零

散,搜罗困难,箧存近二十年,一直没有能够完笔定稿。现在有了

这部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所提供的便利,估计若稍有闲暇,很快就

能够实现这一宿愿,为隋代西京大兴城的研究,提供一个比较全

面的基础。
做出这样的基础工作,将有助于解决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

的一些重要问题。譬如,城市居民在选择住宅位置时,对东西方位

的尊卑优劣观念前后曾经有过明显变化。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论述

唐长安城的情况,指出由于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吸引作用等原因,唐
代中期以后,在唐长安城东部,逐渐形成了居住相对比较密集的官

僚住宅区;与此相对应,在长安城的西部,则形成了西域商人和下

层庶民住宅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。那么,在隋大兴城建成之

初,其各色人等住宅在城市内部的分布,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区

域分化呢? 前两年我曾经依据韦述《两京新记》和宋敏求《长安志》
等基本史料,统计隋代部分高官贵戚住宅,并结合唐临《冥报记》等
杂书的记载,撰述有《暣冥报记暤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》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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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刊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3期),提出隋朝的权贵们在大兴城

中选择住宅时,有比较多的人更为偏好城市的西部,而追溯中国古

代城市特别是历代都城的演变历程,可以为这种重西轻东的现象,
找寻到历史的渊源,这就是“西者为上暠的传统习俗。利用《隋代墓

志铭汇考》汇集的隋代墓志资料,能够更为全面地统计出大兴城内

隋朝官员居宅的东西分布状况,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一看法是否符

合历史实际。这就是数据资料充分性在统计分析中的意义,也是

编纂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这类资料总集以尽可能完整收录文献的一

项重要价值。
从事如此庞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,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

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《隋代墓志铭汇考》的具体校录考订工

作,虽然容有瑕疵,在此却可以置而不论,留给使用者日后逐一斟

酌,但此书的总体体例涉及到类似工作的处理原则,有些问题或许

有必要适当加以讨论。
整理古籍与研究专题问题有所不同,前者要尽量持以矜慎,后

者则一定要勇于裁断。不管是传世文献,还是出土金石与简帛文

书,在做基础性校录工作的时候,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轻率改易原

文;比较妥当的办法,应是在保留原始面貌的同时,附注整理者的

改订意见,即宁可拘于拙滞,而不要失之轻率,以免丧失原始文本

所固有的学术信息。对于保存古人文字真实面目远胜于手抄版刻

书卷的石刻墓志来说,似乎尤其应当强调这一点。本书既然是将

其基本性质确定为“隋代墓志铭之汇编暠,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在录

文中尽量反映原石的文字,甚至哪怕是明显的讹误。
在这一方面,本书在转录志文时,本着便利今人通读的原则,

对俗写、简写、异体、别字、古今字等,尽可能按照现今通行的标准

正体字录写。虽然从学术利用角度看,并不够十分理想,但如作者

所云,好在本书有图版部分可供阅读者检核对照字样,对于文字学

等某些特别研究领域的影响,倒也不会很大。因而,考虑到排版印

制的困难,这样的处理方式,总的来看,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合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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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。不过,两位作者在本书《编例》中复云“明显讹字则予径改暠,
我觉得却并不一定十分妥当。这主要是因为径行更改原石文字,
很可能会丧失掉一些有用的学术信息。即使确属讹字,也便于读

者直接了解哪些是当时人容易相互致讹的文字,以利于通过类比

校勘其他古文献的错讹;况且文字的错讹与否,有时并不那么容易

认定,任何一位整理者个人的认知能力,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

性,若是一不小心做出错误的改动,就很可能会对相关研究做出误

导,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实质性内容的时候,这种误导的后果就会

更为严重。
譬如,第262石《隋上柱国太子太保雍州牧河间恭王墓志铭》

(下文简称为《杨弘墓志》)述及墓主杨弘在开皇初年,率军征讨突

厥,据原石拓本(页229),有文作:“毛头种落,远窜无人之地,都护

压境,更筑受锋之城。暠而书中所录志文,乃径行更改“受锋之城暠作
“受降之城暠(页231),并在此“受降之城暠上标示有表示地名的专名

号。王其祎在《附考》中对此做有说明云:“‘受降之城暞原误作‘受
锋之城暞,径改。暠(页232)揣摩王其祎的本义,应当是将此“受锋之

城暠一语,理解为作者套用西汉武帝时在北疆塞外修筑“受降城暠的
典故,或是将其解作河套地区著名的“三受降城暠,所以才会做出这

样的订正。
今案据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卷四天德军下东、中、西三受降

城条,所谓三受降城并为唐睿宗景云二年所置,因之隋人杨弘所筑

之城,应当与此毫无关联。又汉武帝建受降城,事见《史记》卷一一

〇《匈奴列传》(页2951),文曰:“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,而令

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。其冬,匈奴大雨雪,畜多饥寒死。儿单于年

少,好杀伐,国人多不安。左大都尉欲杀单于,使人间告汉曰:‘我
欲杀单于降汉,汉远,即兵来迎我,我即发。暞初,汉闻此言,故筑受

降城,犹以为远。暠此汉人为收降匈奴所筑受降城,与隋杨弘因征伐

突厥而修筑城垣一事略有相似之处,若是据此推断《杨弘墓志》之
“受锋之城暠应为“受降之城暠的讹误,自然很有道理,至少可以备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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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说。
不过,若谓这一“受锋之城暠必定无疑就是遵用汉代受降城的

典故,有些地方,却也还可以再加斟酌。汉武帝修筑的受降城,具
体位置不详,但据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(页200),乃是建造于西汉

边塞之外。又据前引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,汉受降城系为安置匈奴

降附人众所设,而隋杨弘等率军北征突厥,虽然颇有斩获,而且文

帝在出征诏书中也做有“义兼含育,有降者纳暠的训示,但除去被汉

军俘掠者外,其馀突厥兵众只是“败走遁去暠,并未有人投身降附于

汉朝,亦未见有汉廷筑城于塞外的记载(《隋书》卷八四《北狄传·
突厥》,页1867~1868;又卷四三《河间王弘传》,页1211;卷四四《卫

昭王爽传》,页1224)。所以,目前恐怕还无法证实隋朝于此役期间

确实修筑有类似受降城的设施,因而,《杨弘墓志》记述杨氏北伐功

绩,也就不一定非援据西汉受降城的典故不可,即所说“受锋之城暠
未必一定是“受降之城暠的误写。

杨弘这次统兵北伐突厥,大致是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四至六月

之间(《隋书》卷一《高祖纪》上,页19;又卷八四《北狄传·突厥》,页

1867;卷四四《卫昭王爽传》,页1224)。在此前两年,亦即开皇元年

的四月,隋朝曾“发稽胡修筑长城暠。虽然《隋书》本纪记载这次兴

工修筑长城,仅“二旬而罢暠(《隋书》卷一《高祖纪》上,页15),但实

际上在此大约一年以后,仍能见有“发南汾州胡千馀人北筑长城暠
的记载(《隋书》卷四七《韦世康传》附《韦冲传》,页1269~1270),这
距离杨弘等人率军北伐,已经只有一年上下时间。可见,修筑长

城,防御北部边患,本是杨弘奉命出征之前隋朝应对突厥进犯的一

项重要措施,而文帝在隋军此次出征的诏书中亦部署诸将,要“广
开边境,严治关塞,使其不敢南望,永服威刑暠(《隋书》卷八四《北狄

传·突厥》,页1867)。因此,《杨弘墓志》所说“更筑受锋之城暠或许

也有可能是指顺便适当整修相关地段长城的要害部位,以防范突

厥卷土重来,其“受锋暠二字的语义则应略如“应敌暠。
(下转第7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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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》序

暋曬 项暋楚

敦煌文献的发现,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多达6万件

左右的古代写本、刻本,聚集了公元4至11世纪古代历史文化的无

尽宝藏,迅速形成了一门引领20世纪学术潮流的国际显学———敦

煌学,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。
一百多年来,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焚膏继晷,先后相继,刊布了大

量的整理研究著作,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。但由于敦煌文献分

散在中、英、法、俄、日等许多国家,加上各家馆藏多按流水号收藏,
编排杂乱,读者查阅利用不便,所以以往的研究,多是挖宝式的研

究,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往往缺少整体把握,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,隔
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。近几十年来,各国所藏敦煌文献陆续公布

于世,为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条件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20世纪90年代后期,以张涌泉教授为首

的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家开始了《敦煌文献合集》的编撰工作。现

在,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,这一项目的部分成果即将由中华书局

出版。作为该书最早的读者之一,我想可以用“集大成,高水平暠六
个字来表述我阅读后的感受。

先说“集大成暠。如上所说,敦煌文献各家馆藏大都是以入藏

先后的流水号编目排序的,后来的影印出版物也大抵以此为序,没
有分类,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。虽然后来有过一些专题性的索

引或汇编著作,但往往挂一漏万,不够全面。本书则通过对现已公

布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,在分类、汇聚、定名、缀合、汇校等

工作的基础之上,把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全部类聚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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